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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进程中社会网络对农户生计多样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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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２０１６)的农村样本数据,实证分析社会网络对农

户生计多样化的影响,以及市场化进程加快背景下其影响作用的变化规律.研究结论显示,
生计多样化作为家庭应对未来收入波动冲击的有效途径,在我国农村普遍存在;社会网络越

丰富,农户生计多样化水平越高;同时随着农村市场化进程加快,社会网络对农户生计多样

化的影响在逐步减弱,社会网络分散风险、降低生计脆弱性的途径难以为继.由此提出继续

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发展普惠金融,提高对农户尤其是贫困农户的服务覆盖面和质量,
以满足农村家庭平滑消费和规避风险的长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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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农户收入水平持续提高,生计结构也呈现出多

样化趋势[１].为了平滑消费和规避风险,许多农户不再只关注单一项目投资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而
是更加看重各项收入的互补性和范围经济,生计多样化成为农户实现收入可持续乃至提高收入的重

要路径[２].２０１８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农村家庭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根本,应拓宽农户收入来

源,提高农户生计保障水平.作为一种重要的生计策略,生计多样化的风险分散功能提高了农户收入

稳定性,尤其增强了贫困家庭应对未来收入波动冲击的适应能力[３],降低了贫困发生率,从另一维度

提高了农村家庭的福利水平.

生计多样化是农户通过不同经济活动带来的收入,以维持家庭生存和发展的行为[４].在英国国

际发展署(DFID)构建的可持续生计框架内,部分学者分析了社会网络对农户生计多样化的影响,并
采用农户生计活动的种类总和来衡量生计多样化[５Ｇ７],本文认为生计多样化的根本作用在于分散风

险,降低农户脆弱性,其效用大小不仅取决于生计种类的数目多寡,也取决于不同生计收入数量的相

对均衡,即多样性和均衡性均是生计多样化内涵体现的两个重要维度.此外,值得关注的是,社会网

络对农户生计多样化的作用效果还会受到市场化程度的影响,从理论上说,市场化进程蕴含着体制变

迁的过程,表现为非正式制度向正式制度的加速转化.随着市场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制度化建设速度

加快,农村信贷、保险市场不断完善,社会网络作为一种典型的民间非正式社会制度对生计多样化的

影响程度是否会趋于弱化? 这是本文重点关注的问题,且已有文献很少涉及.
鉴于此,本文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２０１６)中的农村家庭为样本,采用辛普森多样性指数作

为生计多样化的代理变量,同时衡量农户收入来源的多样性与均衡性,并在市场化的视角下,分析社

会网络对农户生计多样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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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说

　　１．文献回顾

社会网络是人与人互动形成的、存量相对固定的社会关系,也具有一般资本的属性[８].通常,社
会资本和社会网络在多数文献中交互使用,本文亦不做区分[９Ｇ１０].已有文献中关于社会网络对农户

各项收入来源影响的研究较多.周欣等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数据研究发现社会网络可以

有效促进农户非农就业[１１].胡金焱等指出无论是城镇地区还是农村地区,社会网络对家庭创业决策

均有积极影响,且对农村家庭创业的促进作用大于城镇家庭[１２].苏岚岚等进一步指出社会网络可以

提高农户的创业绩效[１３].在此基础上,将农户生计活动种类数目作为生计多样化的衡量依据,有学

者研究发现社会网络对于农户生计多样化具有正向影响,尤其对于欠发达地区而言.伍艳等利用扶

贫开发县的调研数据发现以非农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村家庭,社会资本对其生计多样化影响显

著[１４].马志雄等从失地农户的视角出发,研究发现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生计资本对农村家庭生计多样

化的影响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 U型关系[６].
社会网络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社会保障制度,较多学者对其分散家庭风险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检验.

然而,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吴本健等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有助于缓解负向收入波动冲击对农户

生计脆弱性的消极影响[１５].Gerler等在印度尼西亚的研究却发现社会资本对于农户分散风险的作

用效果并不显著[１６].周晔馨等从市场化进程的视角对此进行了解释,他认为社会资本在经济发展初

期会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但当市场化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市场的力量将会削弱社会资本的作用

效果[１７].同样的,Fafchamps也指出社会资本的影响作用取决于法律、规则等正式制度的发展

情况[１８].
综上,已有文献都已关注到社会网络对农户不同收入来源渠道以及生计多样化的影响,但已有研

究并未回答以下问题:即从风险分散的视角出发,同时考虑生计收入的多样性和均衡性,社会网络对

农户生计多样化的影响如何? 在我国农村市场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农村地区社会网络的已有作用

规律是否会发生改变? 部分学者研究表明,社会网络的风险分担机制会随着市场化进程趋于弱

化[１０].如果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减弱了社会网络对农村家庭生计多样化的影响,那么农村家庭(尤其

是农村贫困家庭)分散风险、维持生计可持续的强烈意愿在更大程度上就需要通过以正式制度安排为

基础的信贷、保险等正规市场机构来满足.这既为农村各类中小型金融机构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机遇,
也对当前仍以“社会关系”为决策依据的人情贷款、关系贷款等不合理机制提出了更大的挑战.

２．研究假说

在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信贷和保险体系不完善,以及农户对信贷流程和保险产品的认知局限性,
导致其难以通过信贷市场平滑消费,也难以通过保险市场抵御风险.生计多样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起到信贷和保险功能的替代作用,通过持续拓宽收入来源和平衡收入结构,农户增强了应对外来压力

与收入波动冲击的适应能力,进而达到生计可持续的目的[１].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对于经济发展

水平较低的农村地区,农户有动力追求生计多样化以降低自身的脆弱性.
社会网络通过人与人之间直接的社会关系以及各种渠道联结起来的间接的社会关系建立,反映

了个人的社会交往能力.作为一个重视“关系”的传统型社会,社会网络在我国农村地区普遍存在,农
户的生计行为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网络的影响.一方面,社会网络较为丰富的农户有更多的信息共

享渠道,通过这种“社会关系”,农户可以更容易地获得非农行业的工作以拥有工资收入[１９].另一方

面,在我国农村地区,同一社会网络中的农户往往交往十分密切,对个人的声誉非常在意,有较强的契

约遵守能力及还款意愿[２０].在我国农村正规金融市场供给不充分的背景下,社会网络通过非正规融

资渠道缓解了农户受到的金融约束,使得农户可以跨过家庭创业的资金门槛以拥有创业收入[２１].因

此,社会网络的这种促进就业或创业收入来源的功效降低了农户(尤其是贫困农户)收入来源较为单

一的可能,即社会网络水平的提高在总体上促进了农户生计多样化.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得到以下

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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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一:社会网络越丰富,农户生计多样化水平越高.
在我国农村社会正式保障制度尚不完善的前提下,农户往往借助于以社会网络为代表的非正式

制度来实现生计多样化进而抵御负向收入波动冲击.现阶段,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市场

化水平不断提高,正式制度正趋于完善且更加合理[１７],农村家庭将有更多机会享受到正式制度所带

来的风险分散保障,同时市场化水平的提高也带来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和农户获取其他收入来源的机

会,因此社会网络提供的风险分担、实现生计多样化的作用将会减弱.此外,市场化进程下,城乡劳动

力流动愈发频繁,也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以社会互动为维系基础的农户社会网络的作用.因此,社会网

络作为一种非正式社会制度的功效会受到市场化进程下正式制度完备的冲击,即社会网络对农户生

计多样化的影响作用与市场化进程下正式制度发展所带来的社会保障效果是一种替代的关系.由此

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二:随着农村市场化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网络对农户生计多样化的正向影响将逐步减弱.

　　二、数据说明与变量描述

　　１．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自２０１６年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所开展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该项调查

是一项全国范围内的大型微观入户调查,调研范围涉及我国３１个省/市/自治区.本文使用的是农村

家庭的样本数据,将家庭问卷中的财务回答者确定为户主,用户主编号匹配个体数据和家庭数据,此
外删除户主年龄在１８岁以下的样本并剔除异常值和缺失值,最终得到的有效样本包括来自２５个省/
市/自治区１４３个区县的３０４９个农村家庭.

２．变量选取

(１)因变量.本文的因变量为生计多样化,生计多样化的主要效用体现在农户遭受负向收入波动

冲击时的风险分散功能.从风险最小化的角度出发,本文定义的生计多样化包含了农户收入来源的

多样性和各收入来源的均衡性两个方面.参考已有文献[３],本文生计多样化变量采用辛普森多样性

指数衡量,该指数的取值随着农户收入来源的丰富及均衡程度提高而逐步增加,其数学表达式如下:

Ci＝１－Σ
m

s＝１
p２

i,s (１)

式(１)中,i代表家庭编号,s代表家庭的某种收入来源,m 为家庭收入来源渠道的总数,Pi,s为第

i个家庭第s种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Ci为生计多样化指数,其取值范围为[０,１－１/m],当家庭仅有

一种收入来源时,Ci等于０,表明其未实施生计多样化策略,随着农村家庭生计种类的增多,且各收入

来源数量更加均衡,Ci最高得分为１－１/m.

CFPS２０１６的调研数据详细统计了农村家庭的收入与支出情况.在中国统计年鉴中,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被划分为经营净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四类.以之作为参照,
同时考虑到本文被研究对象的细化要求、各类收入的属性差异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对家庭收入

来源进一步展开分类,将经营净收入分为农业经营净收入与非农经营净收入①,从财产净收入中分离

出投资收益②,共计六类收入来源.基于上述分类标准计算的生计多样化指数,发现样本家庭的均值

为０．２５０,最大值为０．７１６,最小值为０.由于生计收入被划分为六类,因此生计多样化指数的理论上

限为０．８３３(１－１/６),比样本最大值高出１６．３７％.
(２)核心变量.①社会网络.本文选取“家庭过去一年内人情礼支出”作为社会网络的代理指

标[２２Ｇ２３].在我国农村社会,人情礼支出是农户之间维系情感以及进一步拓宽人脉关系的重要途径,人
情消费支出范围既包括家人亦包括亲戚朋友,可以较好地涵盖社会网络所代表的“社会关系”.②市

场化水平.本文中,市场化水平的差异被用来测度正式制度的发展程度.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国家,自

３７

①

②

本文定义的非农经营净收入指个体性经营净收入,即农户从事个体私营活动净所得.
本文定义的投资收益指农户持有金融产品净所得,金融产品包括股票、基金、国债、信托产品、外汇产品(不含银行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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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８年开始,历经四十年的市场化改革,农村各地区之间的市场化水平存在较大差异,而现有的市场

化指数大多仅统计到省级层面,所包含农村市场化进程的信息较为有限[１０].考虑到市场化进程助推

了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作为生产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市场化直接导致了农

村家庭农业经营收入占比的整体下降[２４].为此,本文从农村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角度测量家庭层面的

市场化水平,采用“１Ｇ农业经营收入/总收入”作为农村家庭市场化水平的代理变量[２５].
(３)控制变量.参考已有文献[２６Ｇ２７],本文设置户主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区县特征和地理特征等作

为控制变量,具体定义见表１.其中,个体特征变量选取户主的性别、年龄、智力水平、婚姻状况、健康

水平;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收入、实物资产、货币资金、耕地;区县特征变量选取区县的基础设施水

平和区县家庭户均年收入;对于地理特征变量,本文以我国西部地区省份为基准,引入中部和东部两

个虚拟变量.
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农村家庭的生计多样化可能会反向影响农村家庭总收入,而本文使用的调

查数据为截面数据,如果在家庭特征变量中控制家庭收入水平可能会造成互为因果,进而使估计结果

有偏,为此本文采用“家庭住房现值”来代理家庭的收入水平.此外,由于区县内家庭燃料条件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区县的生活设施水平,故本文选用区县内家庭所用燃料种类的均值作为区县基础设施

的代理变量.
表１　变量设置

变量类型 变量名 定义

被解释变量 生计多样化 采用辛普森多样性指数作为代理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
社会网络 家庭人情礼支出对数
市场化水平 １－农业经营收入/总收入

控制变量

性别 男性＝１;女性＝０
年龄 实际年龄
年龄平方 年龄平方/１００
智力水平 低—１—２—３—４—５—６—７→高
婚姻状况 已婚＝１;其他情况＝０
健康水平 比较健康及以上＝１;一般或不健康＝０
住房 家庭住房现值对数
实物资产 耐用消费品总值对数
货币资金 现金及存款总额对数
耕地 是否分得集体土地:是＝１;否＝０

基础设施
取区县内样本家庭“做饭燃料条件”均值:柴草＝１;煤炭＝２;罐装煤气/液化
气＝３;天然气/管道煤气/电＝４;太阳能/沼气＝５

区县家庭户均年收入 区县内样本家庭户均年收入对数
东部 是否位于东部地区:是＝１;否＝０
中部 是否位于中部地区:是＝１;否＝０

IV工具变量 平均礼金支出 所在区县内其他家庭的平均礼金支出对数

　注:表中性别、年龄、智力水平、婚姻状况、健康水平均为户主特征.

　　３．描述性统计

按照生计多样化指数的大小对农村家庭进行分组,对主要的解释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比较社会

网络在实施生计多样化的农户(即生计多样化指数大于０)与未实施生计多样化的农户(即生计多样

化指数等于０)之间的差异,具体结果见表２.研究对象中,实施生计多样化的家庭占比为８１％,说明

生计多样化是我国农村地区多数家庭所采用的生计策略之一.通过比较这两组数据发现有生计多样

化行为的家庭其社会网络指标显著高于无生计多样化的家庭,可以直观地看出社会网络与农户生计

多样化水平之间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

　　三、模型与实证结果

　　１．模型设定

采用以下家庭层面的 OLS模型,实证回归分析社会网络对农户生计多样化的影响: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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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生计多样化
指数(＞０)

均值 标准差

生计多样化
指数(＝０)

均值 标准差

核心解释变量
社会网络 ７．３２３ ２．００２ ６．３３１ ２．９５８
市场化水平 ０．７６３ ０．２９６ ０．８４５ ０．３６２
个体特征
性别 ０．５６５ ０．４９６ ０．４９８ ０．５００
年龄 ５１．１２６ １３．２４５ ５４．０６４ １７．７０３
智力水平 ５．５７５ １．１７５ ５．３２３ １．２５８
婚姻状况 ０．８８４ ０．３２０ ０．７６６ ０．４２４
健康水平 ０．６３６ ０．４８１ ０．６１５ ０．４８７
家庭特征
住房 １１．３７１ １．３５９ １１．２３９ １．５６７
实物资产 ８．１７９ ２．９９９ ７．１９９ ３．５９７
货币资金 ６．３１８ ４．７１４ ５．４３３ ４．８０４
耕地 ０．９２０ ０．２７３ ０．６４８ ０．４７８
区县特征
基础设施 ２．３６５ ０．７０８ ２．３９３ ０．７２３
家庭户均年收入 １０．５６９ ０．４０６ １０．５５６ ０．４９４
样本数 ５８２２４６７

　　 Ci＝α０＋α１SCIi＋α２Xi＋εi (２)
式(２)中,C 为生计多样化指数,SCI 为核心解释

变量———社会网络,X 为包含了个体特征、家庭特征、
区县特征以及地理特征的控制变量.

在考察市场化进程对社会网络作用效果的影响时,
仍采用与式(２)一致的 OLS模型形式,同时增加社会网

络与市场化水平的交互项(SCI×marker),其中marＧ
ket为市场化水平,具体估计方程如下:

Ci＝β０＋β１SCIi＋β２SCIi×marketi＋β３Xi＋εi(３)

２．社会网络影响农户生计多样化的实证结果

考虑到同一区县内不同农户的随机扰动项可能存

在某种程度的相关性,本文所有的估计结果均采用区县

层面的聚类标准误.表３给出了模型的回归结果.其

中,模型１对应的是社会网络影响农户生计多样化的总

体回归估计结果.

　　　　　　　　　　　　　　　　　　　　　　表３　社会网络影响农户生计多样化的实证结果

回归变量 模型１(OLS) 模型２(２SLS) 模型３(OLS) 模型４(２SLS)

社会网络 ０．００８∗∗∗(０．００２) ０．０２４∗∗(０．０１０) ０．０１４∗∗∗(０．００３) ０．０２８∗∗∗(０．０１０)
社会网络×市场化水平 －０．００８∗∗∗(０．００３) －０．００８∗∗∗(０．００３)
性别 ０．０２２∗∗∗(０．００８) ０．０２４∗∗∗(０．００８) ０．０１８∗∗(０．００８) ０．０２０∗∗(０．００８)
年龄 ０．００７∗∗∗(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０．００２) ０．００７∗∗∗(０．００２) ０．００５∗∗(０．００２)
年龄平方 －０．００６∗∗∗(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０．００２) －０．００６∗∗∗(０．００２) －０．００４∗(０．００２)
智力水平 ０．００７(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０．００５) ０．００８∗(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０．００５)
婚姻状况 ０．０２５∗∗(０．０１１) ０．０１２(０．０１３) ０．０２３∗∗(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０．０１３)
健康水平 －０．００１(０．００８) －０．００２(０．００９) －０．００３(０．００８) －０．００４(０．００８)
住房 －０．００２(０．００４) －０．００５(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０．００４) －０．００４(０．００４)

实物资产 ０．００３∗∗(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０．００２) ０．００３∗∗(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０．００２)

货币资产 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０．００１)
耕地 ０．１２４∗∗∗(０．０１６) ０．１２２∗∗∗(０．０１７) ０．１１５∗∗∗(０．０１６) ０．１１２∗∗∗(０．０１７)
基础设施 －０．００１(０．０１０) ０．００５(０．０１０) －０．００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５(０．０１０)
家庭户均年收入 ０．００６(０．０１８) －０．００１(０．０１８) ０．０１１(０．０１８) ０．００５(０．０１８)
地理特征 控制

样本数 ３０４９ ３０２９ ３０４９ ３０２９

　注:∗ 、∗∗ 、∗∗∗ 分别表示在１０％、５％、１％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是经过区县层面调整的聚类标准误;下同.

　　然而,由于社会网络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故模型１估计结果可能是有偏的.引致内生性问题的

原因可能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互为因果,即社会网络可能影响农户生计多样化行为,而反过来有

生计多样化行为倾向的农户也会更有动力发展自身的社会网络,且农户在实施生计多样化的过程中

自身的社交能力往往可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这对社会网络的扩大也具有明显促进作用.二是遗漏

变量,虽然亲友间的礼金支出是维系农村家庭社会联系的一种重要途径,与社会网络高度相关,然而

支出数量也可能依赖于户主性格、能力以及家庭背景等一系列不可观测的因素,这些不可观测变量同

时也影响了农户的生计多样化水平.
为此,模型２使用工具变量法来纠正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家庭所在区县内其他家

庭的平均礼金支出作为社会网络的工具变量.从理论上说,其他家庭的平均礼金支出与社会网络存

在正相关关系,且不受单个家庭层面生计多样化水平的影响,从而满足有效工具变量相关性和外生性

的选取要求.在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估计中,一阶段估计的F 统计量为３８．２６,工具变量t 值为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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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６５,说明区县内其他家庭的平均礼金支出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上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①.
在模型１中,“家庭过去一年内的人情礼支出”对农户生计多样化指数具有正向影响且在１％水

平上显著.在考虑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模型２中社会网络的边际系数进一步扩大至原来的３
倍且仍显著为正.这说明了社会网络通过信息共享渠道的增加、融资约束的缓解有助于农户生计多

样化水平的提高,降低脆弱性.上述结果也与Johny等研究结论一致[３],假说一得到验证.
观察其他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性别、年龄、婚姻、实物资产、耕地均显著影响农户生计多样化水

平,表现为年龄与生计多样化倒 U型关系,男性、已婚、实物资产多、拥有耕地的农村家庭生计多样化

水平更高,基本符合理论预期.

３．市场化进程中社会网络对农户生计多样化的影响

与前文模型的不同之处在于笔者引入了市场化水平变量进行分析,主要考察社会网络与市场化

水平的交互项(社会网络×市场化水平)的系数符号,以期发现市场化进程加快背景下社会网络作用

效果的变化规律.观察发现,模型３中社会网络的估计系数在１％水平上显著为正而社会网络与市

场化水平的交互项系数在１％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以市场化水平为测度标准的正式制度的发展抑

制了社会网络对农户生计多样化的积极影响.模型４在控制了社会网络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
社会网络与市场化水平的交互项系数进一步扩大且仍显著为负②.这从侧面印证了在正式制度建设

尚不完备时,社会网络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会起到一定的弥补作用,有利于农村家庭充分实施生计

多样化策略以抵御负向收入波动冲击、降低脆弱性进而实现生计安全,对贫困农户收入结构的优化配

置具有积极影响.但随着市场化进程不断加快,正式制度日趋完善,社会网络的生计保障作用将会在

市场化进程中逐步减弱,假说二得以验证.
此外,本文采用排除极端值的方法对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在筛除了样本中净收入在前

５％和后５％的农村家庭后,社会网络对农户生计多样化的估计结果见表４.与表３相比,各模型核心

解释变量的系数方向及其显著性水平均未发生改变,这表明基准回归结果(表３)是稳健的.
表４　稳健性检验

回归变量 模型１(OLS) 模型２(２SLS) 模型３(OLS) 模型４(２SLS)

社会网络 ０．００７∗∗∗(０．００２) ０．０２４∗∗(０．０１０) ０．０１４∗∗∗(０．００３) ０．０２８∗∗∗(０．００９)
社会网络×市场化水平 －０．００８∗∗∗(０．００３) －０．００９∗∗∗(０．００３)
地理特征 控制

样本数 ２７５５ ２７３７ ２７５５ ２７３７

　注:限于篇幅,其他控制变量不再报告.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２０１６年农村地区样本数据,分析社会网络对农户生计多样

化的影响,并讨论加入市场化因素后社会网络影响作用的变化规律.研究发现:
(１)生计多样化作为家庭应对未来收入波动冲击的有效途径,在我国农村普遍存在.社会网络对

农户生计多样化水平的提高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该种影响在控制社会网络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后,进
一步扩大且仍显著为正.

(２)农村地区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减弱了社会网络对农户生计多样化的正向影响,说明市场化进程

下正式制度安排所带来的社会保障功效将会削弱以非正式渠道分散风险的社会网络的作用.

６７

①

②

为进一步验证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本文首先对社会网络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检验,DWH 检验结果在１０％水平上拒绝了

社会网络外生的原假设.这表明工具变量法的回归估计结果与基本的 OLS模型回归估计结果存在显著差异.此外,本文还进

行了弱工具变量检验,Cragg－DonaldwaldF 统计量为１３５．４５５,拒绝工具变量是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进一步验证了工具变量

的强相关性.
模型３中社会网络与市场化水平的交互项系数为－０．００７８,模型４在考虑社会网络潜在的内生性问题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

估计后,该系数扩大至－０．００８３,且显著性水平未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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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研究结论可以得到如下政策启示:(１)在信贷、保险等正规市场机制尚不完善,市场化水平还

比较低的农村地区,尤其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中西部农村,社会网络通过促进生计多样化有效分散

了农户的收入波动风险,降低农户落入贫困陷阱的可能.因此,应该重视农村尤其是贫困农户和谐社

会网络的培育,增加信息共享渠道、缓解信息不对称,发挥社会网络作为非正式社会制度的生计保障

功能.(２)随着农村市场化进程的加快,社会网络对农户生计多样化的影响趋于弱化,农村家庭通过

非正规机制分散风险,降低生计脆弱性将变得更加困难.为此,应继续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大力

发展普惠金融,强化市场激励约束机制,提高对农户尤其是贫困农户的服务覆盖面和质量,以满足农

村家庭平滑消费和规避风险的长期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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